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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张 月

摘 要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

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

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

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

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

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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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虹贯日，原是中国古代对一种自然天象的描述，其文学意义流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记忆。

它不仅在中国众多文化典籍中出现，而且对东亚其它地区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对白虹贯日的

接受，体现了中国典籍文化的深远影响。如日本古代文学巨著《源氏物语》中运用“白虹贯日，太子畏之”

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1］。日本新闻传媒史上著名的《大阪朝日新闻》事件，便是因其评论中的“白虹贯

日”一语而引发，该报借此批评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外、对内政策。朝鲜的文学和历史著作也多次提及白

虹贯日，如《三国遗事》记载王巨仁《书狱壁诗》“燕丹泣血虹穿日，邹衍含悲夏落霜”［2］ （P145）以及金光煜

《剑赋》“若乃荆卿入秦，白虹贯日，图穷督亢，匕首忽发”［3］ （P229）。《李朝宣祖实录》也记载了白虹贯日的

天象。

关于白虹贯日的研究，学界侧重分析“虹”的意象，以及从不同角度解读邹阳上书提及的“白虹贯日，

太子畏之”［4］ （P2470）。前者的成果如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诗经·蝃蝀》中“虹”的讨论［5］、

中国学者对“虹”意象内涵的探讨［6］ （P51-53，73）。至于后者，李学勤先生对此深入分析，其聚焦的问题

是：出现了对行刺有利的白虹贯日天象，为什么燕太子丹却起了疑心［7］？他引经据典，参考了帛书《天文

气象杂占》等出土文献和《史记》《燕丹子》等传世文献，对问题展开细致的探讨。此外，有学者考察了与

白虹贯日紧密相连的“太子畏之”中“畏”的具体意涵［8］，也有学者通过白虹贯日的情节判断《燕丹子》的成

书时间［9］。最后，还有学者从自然科学、地理、天文、社会史、军事史等角度研究白虹贯日。

原本只作为自然现象的白虹贯日，受不同时代政治观念、审美价值的影响，其阐释范式呈现出形态

各异的政治解读和诗性解读，成为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目前对于白虹贯日范式解读

的关注者并不多，本文将这些风景与不同时代的阐释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从先秦到

唐，是将白虹贯日进行伦理比附和诗性解读最为集中的历史时期。白虹贯日的阐释范式转变大体经历

了早期的自然天象、战国时期的政治禁忌、汉代的伦理比附、六朝的政治兵象诠释以及唐朝的诗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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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阶段①。探究这些阶段中荆轲刺秦王的“白虹贯日”记载及相关解读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虹”的文化禁忌与“白虹贯日”的汉代伦理比附

甲骨文的象形字中出现不少有关“虹”的字形： 、 、 ，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不同样态的“虹”的

观察和记录。然而如何理解这些字形，后世众说纷纭。如郭沫若先生考证“虹”为“蜺”字：“象雌雄二虹

而两端有首”“盖古人以单出者为虹，双出者为蜺”［10］ （P388），但于省吾先生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霓、

虹相同，“分言之，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通言之，则霓亦称虹也”［11］ （P4），晁福林先生认为“于先生的这个

说法很有根据”［12］ （P482）。然而，这些都是后世的解读， 实际是否如此还需更多证据。殷商卜辞也更多

地视“虹”为神异动物。例如，《甲骨文合集》：“八日庚戌，有虹自北饮于河。”［13］ （P10405 反）“有虹自北，

〔饮〕于河，在十二月。”［13］ （P13442 正）这些材料均记载了当时甲骨文卦辞中的“虹”现象，被先民视作原

始图腾而敬畏。

这种图腾敬畏，到西周时代仍有遗存。《诗经·蝃蝀》所描述的“蝃蝀在东，莫之敢指”［14］ （P141），蝃蝀

为彩虹，即彩虹出现在东方，没有人敢指它，实则是不敢指图腾，这是远古人们出于宗教信仰或图腾崇拜

所形成的民俗禁忌现象。这种现象是囿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产生的，大体反映了先民的原始思维和

神话想象。到战国，《列子·天瑞》将虹记为天象：“虹霓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

也。”［15］ （P32）然而汉代以后，人们则从伦理的角度，将“蝃蝀”解读为代表淫乱的禁忌。汉代《毛诗序》有

言：“《蝃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14］ （P140）该解读受到汉儒以道德

伦理解经的影响，将其从原始宗教敬畏阐释发展为伦理禁忌。

虹，为经日光照射所形成的圆弧形彩带，呈现赤、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白虹常指日光周围

的白色晕圈，“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16］ （P1064）。《周礼·春官·眡祲》提到先秦天文“十辉”现象，即

太阳的十种不同光气。其中“七曰弥”，汉代郑众说：“弥者，白虹弥天也。”［17］ （P252）郑玄说：“弥，气贯日

也。”［17］ （P252）李学勤先生认为二郑之说有所不同，“合而观之就是白虹贯日”［7］ （P54）。《礼记·聘义》：“气

如白虹，天也。”［18］ （P496）这些记录将白虹贯日视为自然现象，代表着当时的朴素观念。

白虹贯日被视作国君遭遇不测的预兆，成为一种“政治禁忌”，始于《战国策·魏策四》魏国大臣唐雎

所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19］ （P232-233）如何理解“休祲降于天”，杨宽先生认为，

这是“君王被刺的预兆”，但“这对刺客来说，是祥兆的显示”［20］ （P607）。除此之外，《太平御览·天部四·日

下》引《战国策》曰：“聂政刺韩相，荆轲刺秦王，并白虹贯日。”［21］ （P33）此处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相联

系，但今本《战国策》无此句。对此，当代学者何晋认为《战国策》佚文中的文字不见得是原文，而是引书

概括或者节选了《战国策》内容：“所引字句往往与原书不同，也有为今本所无的，甚至有时同引一书前后

还有不一致的。” ［22］ （P117）对于此处有关荆轲的佚文，何晋还指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战国策》时只

在聂政事迹处提到白虹贯日的现象而未提及荆轲刺秦王时也有该现象，据此他认为：“《太平御览》此条

所引，乃是将《史记》、《战国策》所记事合而为一了，而题之‘《战国策》曰’。” ［22］ （P120）白虹作为政治不

测、国君蒙难的征兆还出现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论及白

虹：“白虹出，邦君死之。”［7］（P53）顾铁符先生判定该帛书“至迟不晚于西汉最初的几年” ［23］ （P2），李学勤

先生认为“它可以说是与荆轲、唐且同时代的东西，关于白虹的看法相同” ［7］ （P54）。可见，大约从战国时

期起，白虹贯日已经成为公开的政治禁忌，为《天文气象杂占》所重视。

到了汉代，白虹贯日开始被赋予更多的伦理比附，文人将其从聂政刺韩傀转移到荆轲刺秦王，其中

① 范式转变侧重白虹贯日在某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而言，不是说此前的特点毫无承续。例如，在唐朝，白虹贯日有时也会被看作政治禁忌。文中所

言政治禁忌主要指先唐文史典籍避谈此现象的政治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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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的是邹阳狱中上书。据《史记·邹阳传》记载，邹阳被诬入狱，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明心迹道：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

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

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4］ （P2470）

又，东汉王充《论衡·感虚》：“传书言：‘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

蚀昴。’此言精诚感天，天为变动也。”①［24］ （P233）王充所言“传书”无具体所指，《艺文类聚·天部下·虹》引

《列士传》云：“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25］ （P39）该句与王充所引传书中的话完全相同。如果

《艺文类聚》所引是原文，那么王充所引的传书可能是《列士传》。

第二种可能是王充受到邹阳上书的影响。王充所引传书与邹阳上书的用典相似，都提到了荆轲和

卫先生的例子，并都提及他们的行为精诚感天。《论衡》常引用《史记》，对邹阳的言论也非常熟悉。在《超

奇》篇，王充直接引用了邹阳与梁孝王的典故：“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

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24］ （P612）又，王充

在《论衡·答佞》中提到“於陵子辞位灌园” ［24］ （P528），此句也与《史记》邹阳上书提到的“於陵子仲辞三公

为人灌园”有互文性［4］ （P2475）。从王充征引传书与邹阳上书所提荆轲、卫先生的事件顺序相同，二者所

述“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一句更是完全吻合，可见，王充提到的“传书”言论很可能指邹阳

上书的内容，至少二者有极高的相似点与互文性。

关于邹阳言论与“传书”之间的关系，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邹阳的言论与王充所引传书都参考了

西汉初或更早的文献。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推导，未有现存文献佐证。毕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引人入

胜、意义重大且流传广泛，可能在邹阳上书之前就存在着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口头传说或现已失传

的相关文本。例如，与邹阳同时代的司马相如写有论赞荆轲的文章，《汉书·艺文志》记载《荆轲论》五篇，

附注言：“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26］ （P1741）又，《文心雕龙·颂赞》：“至相如属笔，始

赞荆轲。” ［27］ （P158）虽然司马相如的文章现已失传，我们无从知晓他的文章中有无白虹贯日的记载，但

如果诸如此类的论赞类文章提到荆轲的精诚与白虹贯日，不会令我们意外。总之，汉人基于当时流行的

天人感应之说，将白虹贯日进行伦理比附，荆轲刺秦王与之的结合已经在汉初出现。传世文献之间也存

在着相互影响借鉴、传承的可能。

又，《史记·邹阳列传》中“史记集解”引汉代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

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4］ （P2470）应劭所叙内容，与邹阳、王充所引传书所

载相近，认为白虹贯日是由荆轲精诚感天所引起的天象，这很可能是汉初儒者从天人感应角度进行的政

治伦理附会。三者总体内容相近，都讲精诚感天，但细微之处有差别。邹阳上书提到“慕燕丹之义” ［4］ 

（P2470），而王充与应劭明确提出刺秦。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荆轲传记时，提到了一些民

间说法：“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 ［4］ （P2538） 

“天雨粟，马生角”，王充在《论衡·感虚》中也有提及，并表质疑，然而，白虹贯日作为与荆轲相关的奇异现

象并未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荆轲传记中，而是见于别处。从司马迁在邹阳传记中提到荆轲与白虹贯

日，可见其知道这种天象并且了解它与荆轲之间的关联，那么，司马迁可能在《刺客列传》的“太史公曰”

部分只举例驳斥了坊间对荆轲刺秦王的一些流言，其他的则选择了省略。换而言之，司马迁知晓这一案

例，却未记载于荆轲传记处，至少是阙载。

就现存材料而言，最早将白虹贯日与荆轲相关联的，是邹阳狱中上书②。该文引证荆轲刺秦王、白虹

① 王充《变动》篇提及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因类以及，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太白食昴，复妄言也。”［24］（P660）
② 邹阳上书中出现“臣闻”“语曰”等语词，据此可以推测邹阳多参考同时代或前代的传闻、文献，其未必是第一位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相联系

的人，但是就现存材料而言，没有比邹阳上书更早的资料记载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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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日以表白心迹，而梁孝王见书，悟其意，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我们从中约略可见，将荆轲刺秦王与

白虹贯日联系，已成为当时文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邹阳不必对此展开详细论述，梁王便会其意。从较

早将荆轲与白虹贯日相关联的两处记载来看，邹阳与王充对二者比附的态度不同。邹阳所言“昔者荆轲

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今臣尽忠竭诚” ［4］ （P2470），提及的义、信、忠，皆有

儒家身影。邹阳是在引证的同时加入自己的政治阐发，与之相反，王充断然否定儒者传书的比附，驳斥

道：“夫言白虹贯日，太白蚀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画，感动皇天，故白虹贯日，太白蚀昴者，虚

也。”［24］ （P233-234）王充认为，这些天象确实发生过，谓白虹贯日为自然之“实”，但它们不过是自然现象，

将其与相关历史事件相联系不合理，故判断荆轲之谋与白虹贯日之间的天人感应为“虚”。又，王充在

《变动》篇也驳斥了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而况荆轲欲剌秦王，秦王之心不动，而白虹贯日乎？

然则白虹贯日，天变自成，非轲之精为虹而贯日也。”［24］ （P661）王充通过分析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具

体细节从而批判了汉初天人感应的附会之说。

荆轲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在邹阳狱中上书中被作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的例证，用以阐明自己“忠

信”的心迹。邹阳狱中上书提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4］ （P2470）。除了邹阳的

言论，其他汉初的材料中没有出现“太子畏之”的说法。关于文中的“太子畏之”，以往的研究对“畏”字的

理解阐释产生了不少分歧。或认为“畏”即畏惧，太子因“白虹贯日”的天象之变而产生畏惧之心。或将

“白虹贯日”视为天人感应，用以形容荆轲忠义的程度，邹阳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与所蒙之冤，并非用

作解释“太子畏之”的原因。不过，若就邹阳狱中上书文本自身来看，“太子畏之”与“昭王疑之”对文互

训，“畏”即“疑”也，其义豁然。又，上下文反复陈述的“为世所疑”“而燕、秦不悟”“愿大王孰察之” ［4］

（P2470），都围绕着“疑”与“释疑”展开。故清代学者王先慎说：“荆轲未去，太子屡疑之，事详《国策》。”［28］ 

（P2488）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则断言：“畏犹疑也。丹疑轲不往也。”［29］ （P1517）然而，后世学者也有以相关

史料辨证，认为“畏”不当作“疑”解［7］。透过这些相关史料，恰好从侧面揭示邹阳对此事件的重构。邹阳

从个人处境出发，在狱中上书中赋予了荆轲忠义而“被疑”的色彩，这是邹阳为自我辩诬而新构的。这种

对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关联的新构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

汉代除了邹阳、司马迁、王充所引传书以及应劭等文人和典籍对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记载外，还

有《史记集解》引《列士传》对此的解读：“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后闻轲

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①［4］ （P2470）《列士传》所言与前文所述材料有三点明显不同。一是叙述

内容的侧重点不同。邹阳、王充征引的传书、应劭均直接叙述荆轲及白虹贯日，而《列士传》虽然也提及

白虹贯日，但侧重其“不彻”“事不成”以及太子“自相气”“知其然”。二是白虹贯日的时间不同。《列士传》

特别明确地提及：白虹贯日的时间是在出发之后。邹阳上书及应劭未提及白虹贯日的时间，王充所引传

书记载白虹贯日是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划刺秦之时。三是叙述重心不同。邹阳上书、王充所引传书的叙

述重点在荆轲，不在太子。然而，《列士传》叙述重点在太子不在荆轲，并且所叙之事皆在荆轲出发之

后［4］ （P2470）。《燕丹子》的叙事重心也是在燕太子而不在荆轲［30］，与《列士传》相似。《列士传》中“见虹贯

日不彻”的说法也成为后世理解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关联的一种解读。如《魏书·张渊传》：“荆轲慕

丹，则白虹贯日而不彻；卫生画策，则太白食昴而摛朗。”［31］ （P1952）

综上，在汉代，围绕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故事，邹阳狱中上书、《列士传》、王充征引之传书、《史记

集解》引应邵之言等诸多文本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邹阳在义、信、忠的基础上，发掘出自我“释疑”辩诬的

新义，《列士传》则重在白虹贯日的“不彻”及对预兆的解读，叙述重心从荆轲偏移到燕太子。汉代对荆轲

① 此处《史记集解》所引《列士传》与前文《艺文类聚》所引《列士传》内容不尽相同。两者都提到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关联，但是白虹贯日的出

现时间不同。前者是在谋划刺秦王之时，而后者是荆轲出发以后。如果这两处的引用无误，则说明《列士传》两次提及荆轲刺秦王与白虹贯日的

关联，只是表述微有差异。《列士传》已经散佚，我们很难确知原貌。

··102



张 月：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刺秦王而白虹贯日的解读，明显淡化了此前生产力落后时期所盛行的以认知“虹”现象为代表的神异想

象和原始宗教敬畏，而为二者增饰了精诚、义、信、忠等儒家伦理色彩。

二、唐人对“白虹贯日”及荆轲形象的语义诠释

随着汉代衰落，昔日白虹贯日作为政治上的凶兆被旧话重提。例如，步入三国时代，如淳指出：“白

虹，兵象。日为君。”［4］ （P2470）这是在此前“邦君死之”的禁忌基础上，提出了“兵象”新说。《晋书·天文

志》谓：“白虹者，百殃之本，众乱所基。”［32］ （P334）占卦说：“白虹贯日，近臣为乱，不则诸侯有反者。” ［32］ 

（P343）从“邦君死之”到“兵象”，白虹贯日发展为乱臣亡国、废弑君王的兵乱凶兆。类似的记载，频见于

晋宋史籍中。例如，《后汉书·献帝纪》：“（汉孝献帝初平元年）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

入关。壬辰，白虹贯日。……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16］ （P369-370）此言董卓叛乱、献帝蒙难。

《宋书·五行志》：“（晋孝怀帝）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帝遂见虏。”［33］ （P1018）《晋书·天文志》：

“元兴元年二月甲子，日晕，白虹贯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贯日。未几，桓玄克京都，王师败绩。明年，玄

篡位。”［32］ （P345）此言桓玄篡位。《晋书·天文志》：“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气贯日，东西有直珥各一

丈，白气贯之交匝。”［32］ （P345）此言刘裕代晋。晋宋时局动荡，史籍中出现如此密集的记载，可见白虹贯

日为君王所恶、时人所忌。然而，这一切的阴霾与禁忌，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进入一统天下、气象万新的

大唐以后，被一扫而空，代之以青春、蓬勃的气息。

汉唐遥距800年，文化上却很亲近，唐代诗人常以汉喻唐，把汉唐联系在一起。唐人对荆轲刺秦王而

白虹贯日的关注，绕开六朝，直接承袭汉人，并沿汉人开辟的阐释理路纵深发展。《史记》《战国策》《燕丹

子》在集中探讨荆轲的章节中，虽然都没提及“白虹贯日”，但都提到了燕太子对荆轲的“疑”。《史记·刺客

列传》记载：“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

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彊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4］ （P2533）

《燕丹子》：“轲默然不应。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虽欲足下

计，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阳，何如？’轲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轲所以未行者，待吾客

耳。’”［34］ （P13）《战国策·燕策三》记载与《史记》颇同，仅将“而为治行”改为“而为留待”，并删去“何太子之

遣”一句［35］ （P1136）。《燕丹子》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内容相近。三部典籍都描述燕太子对荆轲的一再怀

疑，荆轲因受猜疑而愤怒，被迫仓促行事，导致行刺失败。邹阳狱中上书，以“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之说，

丰富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刺杀秦王的失败是由于燕太子的

不信任、猜疑所致。关于此点，在唐代之前咏荆轲的诗文中，从未有人谈及。到了唐代，开始出现反思。

唐代柳宗元《咏荆轲》：“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36］ （P1260）长虹吐白日，即白虹贯日。苍卒，即匆忙、

慌乱，准备不足，柳宗元认为这是导致荆轲刺秦王失败的原因。

对于邹阳“白虹贯日，太子畏之”中“畏之”即“疑之”的观点，唐代的注疏家不认同。李善《文选》注对

“太子畏之”的解释是：“畏，畏其不成也。”［37］ （P727）为证明此观点，他引用了《列士传》的记载为证。五臣

注李周翰说：“燕太子丹使荆轲往刺秦王，使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而畏其事不成。”［37］ （P727）司马贞《史

记索隐》引《列士传》，作判语说：“是畏也。”他同时引三国王劭语：“轲将入秦，待其客未发，太子丹疑其畏

惧，故曰畏之”，批评王劭“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4］ （P2470）。这些文人将“畏之”解释为害怕荆轲刺

秦王不成，他们认为燕太子“畏之”的原因是他通过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是预示着荆轲刺秦王不成

功，因而“畏之”。对“白虹贯日”语义的前述解读主要依据《列士传》，内容与邹阳上书所谈的白虹贯日，

语境不全吻合。对此，王先慎说：“白虹贯日，乃轲发后事，（邹）阳特举以见轲之精诚达天，取与卫先生之

事为配。如、李泥于正文，以‘见虹贯日不彻，知事不成’释此文‘畏’字之义。小司马转谓说长于王，不思

与下文‘信不谕主’情事不合也”［38］ （P3809），揭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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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多纠结于词义训诂，对唐人的解读，或赞同或否定，忽略了唐人如此解读的内在原因。其

实，唐人的解读是在训诂中体现义理，展现时代新精神和主旋律。细捋“畏之”分歧较大的两种解读：“疑

之”，是疑荆轲，反映君臣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畏其不成”，是通过相气，由“贯日不彻”，预知事将不成，

此与荆轲无涉，君臣之间未见猜疑，呈现出相契相知的关系。从“疑之”到“畏其不成”，不仅是词义解读

的变化，还包含了荆轲形象及君臣主仆关系的变化，荆轲形象变得更高大，君臣主仆关系也更为融洽。

从荆轲的忠义被燕太子猜疑到君臣相契相知，这一理解转变寄托了唐代士人的理想。

在唐人对白虹贯日的范式解读中，荆轲被塑造为“君子死知己”的形象［39］ （P267），为道义、恩谊而献

身，成为义士的化身。范晔《后汉书·朱穆传论》说：“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

缘义轻。”［16］ （P1474）荆轲为报“恩”“义”而刺秦王，两人囿于“恩”“义”利害妨碍，并非真正的知心之交。

对于范晔感到的遗憾，唐人作了弥补，力图改变这一旧有观念。唐人做了两项事，一是以训诂的方式对

“白虹贯日”的语义给出新解，抛弃“畏之”即“疑之”的说法，客观呈现的效果是燕太子与荆轲的主仆关系

被提升至相契相知的层次；二是初盛唐大多以诗歌的方式咏唱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壮举，使之成为

大唐“少年精神”气韵的重要表征。

三、“白虹贯日”的咏唱与唐代诗人的“少年精神”

林庚先生盛赞唐代诗歌的“少年精神”及诗歌中“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林先生说：“我觉得唐诗最可

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少年精神’，它所写的正仿佛是少年人那般的心情；特别是盛唐时代，尤其是具

有青春的力量。”［40］ （P174）“少年精神”与“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未必创作于诗人的少年时代，也未必写的

就是少年，但唐代“少年精神”“少年人那般的心情”抒写，是由歌咏少年与歌咏荆轲、白虹贯日相联系而

拉开序幕的，再经初唐到盛唐不断发展，被逐渐推至顶峰。

唐朝空前繁盛统一，气度豪迈，白虹贯日、倜傥任侠、精诚报国，这些气质成为唐代诗人的“少年精

神”。有“渐开唐风”之誉的虞世南［41］ （P1），将荆轲、剑虹的元素融入诗篇，以一首《结客少年场行》开创新

局，注入新的时代精神，直接影响了初盛唐诗坛。《结客少年场行》为乐府旧题，多以游侠为题材，轻生重

义。《结客少年场行》开篇称：“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共矜然诺情，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

里至。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该诗写少年游侠的倜傥风姿与侠义精神，聚焦“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

肆”［42］ （P6），以谋刺王僚的伍子胥、刺秦王的荆轲作为少年游侠的典范。

“吹箫入吴市”，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他逃奔吴国，欲借外力以报杀

父兄之仇。伍子胥入吴，举目无亲，于市集吹箫乞食，后得公子光的赏识相助，报仇成功。伍子胥复仇成

功，关键在于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即位为吴王。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与专诸相识结交，是在“亡

楚如吴时，遇之于途” ［4］ （P1462），即于吴国市集中。“吹箫入吴市”，不仅写伍子胥，还写专诸，写他们相识

结交，由此为刺杀王僚、复仇楚国之事埋下伏笔。“击筑游燕肆”，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既至燕，

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

中，相乐也”［4］ （P2528）。该内容也被后世写诗纪念，如左思《咏史》其六写道：“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43］ （P990-991）左思回忆荆轲在燕国闹市的活动，使其豪侠、勇猛的形象深入

人心［44］ （P85-99）。所以，此处“击筑”者为高渐离，“游燕肆”者为荆轲。“击筑游燕肆”，不仅写高渐离，还

写荆轲、狗屠、高渐离一众人的相识相交，为荆轲刺秦王拉开序幕。

“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42］ （P6），将两个典故合而观之，极有讲究：前句写吴市伍子胥、专诸结交，

嗣后专诸刺王僚；后句写燕市荆轲、高渐离、田光结交，嗣后荆轲谋刺秦王。两句都有刺杀复仇情节，皆

于市集结为生死交，虽然一成功一失败，但都豪气冲天，使人不难想到专诸刺王僚时出现了彗星袭月的

奇异天象，而荆轲刺秦王时出现了另外一种罕见天象——白虹贯日。诗歌没有明写这两个典故，但诗中

描述他们的相识相交，为刺杀埋下伏笔，自然让读者联想到白虹贯日。伍子胥、专诸、荆轲、高渐离、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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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侠士快意恩仇，诗人结句礼赞“轻生徇知己，非是为身谋”［42］ （P6），为报知己之恩遇，生死早已置之度

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侠义精神得到升华。

从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开始，封侯拜将、任侠使气，慷慨赴死，仿佛成为初盛唐诗人笔下少年游侠

的标配。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不受千金爵，

谁论万里功！”“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45］ （P46）内容风格与虞世南同题

诗作相近。虽然没有提及荆轲，但“兵气晓成虹”用“虹”代指兵事，展现了少年游侠慷慨赴边、驰骋沙场

的形象。卢照邻《咏史四首》 “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45］ （P43），所咏朱云

是诗人理想中的少年游侠形象。朱云以勇力闻名，从小结交游侠，借助宾客为自己报仇。此诗与骆宾王

《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46］ （P257），用语接近。《史记·刺客列传》载：“太子及宾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

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4］ （P2534）卢、骆诗句，皆源于此，而卢照临并以《史记》荆轲之形象来

称颂朱云，可见其已然将荆轲形象浸润于胸而融化于笔端。

骆宾王也有多首诗歌写及荆轲，其《边庭落日》：“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

雄。”［46］ （P185）歌咏少年游侠慷慨任气、精诚报国，“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后半句似用荆轲刺秦王而

“白虹贯日”的典故，吟咏少年的精诚。骆宾王后来追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撰写《讨武曌檄》，或源

于此。

初唐四杰伴随时代主旋律，寄意于少年游侠，引领了集体书写游侠任气的时代潮流。

虞羽客，以一首《结客少年场行》，再现了当时集体书写的盛况。其诗：“幽并侠少年，金络控连钱。

窃符方救赵，击筑正怀燕。轻生辞凤阙，挥袂上祁连。陆离横宝剑，出没惊徂旃。”［47］ （P322）虞羽客生平

无从考证，但被公认为初唐诗人。其人湮灭无闻，其诗却因顺应时代主旋律而万古流芳。诗中“击筑正

怀燕”，承袭虞世南诗“击筑游燕肆”，荆轲、高渐离形象再次出现，与大唐“少年精神”紧密相连。再到盛

唐诗人李白，其作为接力手，以《结客少年场行》乐府旧题，将时代的主旋律推至巅峰。其诗云：

紫燕黄金瞳，啾啾摇绿騣。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
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
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
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48］ （P254）

这首诗延续了初唐以降诗人以少年游侠自比的写法，抒发了任侠使气的豪迈情怀以及渴望建功立

业的豪情壮志，慷慨激越、雄健奔放。其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舞阳

死灰人，安可与成功”六句，借荆轲刺秦王，抒发内心的愤恨。全诗没有出现荆轲的名字，但“缺席”的荆

轲实际上是诗的主角。诗人批评谋划行刺秦王失败的燕太子丹，指责他未给荆轲创造施展身手的良好

条件，反倒找来一个进入秦宫就面如死灰的秦舞阳帮倒忙，影响荆轲成功［49］ （P49-50）。李白的这一批

评，直斥燕太子对荆轲的猜疑与不信任，致使荆轲刺秦王失败而身殒秦宫。“日贯虹”，即白虹贯日，在诗

中成为志气威猛、雄健豪迈的代名词，是诗人“少年精神”的集中体现。

李白《少年行》三首，虽然没有出现白虹贯日，但不乏荆轲等少年游侠的身影，与其《结客少年场行》

相得益彰。其第一首：“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

因声鲁句践，争博勿相欺。”［48］ （P341）全篇专咏荆轲，尤以“因声鲁句践，争情勿相欺”，李白的偏爱之情溢

于言表。李白青少年时期便醉心于剑术，仗剑任侠，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48］ （P1240），魏颢《李

翰林集序》称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50］ （P5）。在《少年行》第三首中：“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

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48］ （P357），倜傥慷慨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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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这其中或许不乏李白对自己年少时的岁月记忆，也是其《结客少年场

行》热衷歌咏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内在原因。

同时期或稍后，王昌龄、王维等，都有《少年行》佳作，秉承初唐虞世南、骆宾王等诗人开创的任侠使

气、建功立业、慷慨赴死的“少年精神”形象。开元天宝盛世，少年游侠的昂扬激越，成为诗人的集体记

忆。除上述著名诗人外，其他类似诗篇还有不少。如盛唐李嶷，为人有侠气，其《少年行》诗如其人。袁

瓘喜爱剑术，与孟浩然交好，其《鸿门行》借少年游侠，直抒胸臆。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一作《游侠

篇》，主题顾名思义，其诗写少年游侠、仗剑、建功。这些侠气昂然的诗篇都显示了盛唐独有的气度胸襟，

深植于当时众多慷慨豪迈的诗人之中。

然而，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破坏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随之而去。虽然《结客少年场行》《少年行》

等乐府旧题创作仍在继续，但慷慨雄迈、任侠使气的风骨不存。唐朝末年，沈彬《结客少年场行》成为个

别现象，犹如大唐“少年精神”的回光返照。其诗：“重义轻生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51］ （P8544），重温

白虹贯日的英雄豪迈，再次以雄浑慷慨的风骨，绾结大唐曾有的“少年精神”。

安史之乱以后，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再度成为政治禁忌，被视作国君或国家遭遇不测的征兆。仅

以《新唐书·天文志》为例，天宝三载伊始，有“日晕五重”“占曰：‘是谓弃光，天下有兵’”的记载。肃宗上

元二年，唐人史籍首书“白虹贯日”凶兆，至此之后，则频见于史籍。例如：

元和五年四月辛未，白虹贯日。
长庆元年六月己丑，白虹贯日。
宝历二年四月甲寅，白虹贯日。
大和五年二月辛丑，白虹贯日。
开成五年正月己丑，日晕，白虹在东，如玉环贯珥。
会昌四年二月己巳，白虹贯日如玉环。
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贯日，中有黑气如鸡卵。
咸通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贯日。
广明元年，日晕如虹，黄气蔽日无光。日不可以二；虹，百殃之本也。
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黄白晕，晕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晕中生白虹，渐东，长百余

丈。二月乙巳，日有黄白晕如半环，有苍黑云夹日，长各六尺余，既而云变，状如人如马，乃消。
旧占：“背者，叛背之象。日晕有虹者为大战，半晕者相有谋。苍黑，祲祥也。夹日者，贼臣制
君之象。变而如人者为叛臣；如马者为兵。”［52］（P833-835）

透过上述记载不难看出：唐朝政治愈衰弱，对白虹贯日及其禁忌的记载便愈频繁深细。这样的记

载，与初盛唐的恢弘豪迈以及把白虹贯日视为雄健豪迈的少年游侠精神的写照相比，二者反差巨大。

四、结  语

在宋代之前，对“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从

早期甲骨卜辞时代对自然天象“虹”的客观描述，转变为《诗经》中对“虹”的图腾敬畏，体现了早期人们对

“虹”的认识变化。从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转移到荆轲之刺秦王、白虹贯日，体现了汉人的选择性改

造。从汉代天人感应、伦理道德的比附，到为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兵象的比附，再到唐代昂扬豪迈的

诗性解读、呈现盛唐气象与“少年精神”。这些演变历程无不映衬出各个时代独特而鲜明的自我影像。

回顾初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白虹贯日被写入豪迈诗篇，体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白虹贯

日由此成为盛唐气象的瑰奇代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精诚。骆宾王《边庭落日》：“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认为荆轲精诚至深感动了天象，以致出

现长虹贯日的奇观，并对其予以新的解读，间接回驳了此前燕太子猜疑荆轲的旧说。诗人通过歌咏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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轲，也表达了自身的志意寓托。二是复仇。《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志在刺秦王；《燕丹子》则说荆轲志在

复仇，因而杨义先生将《燕丹子》与《越绝书》《吴越春秋》一起视为“燕、吴、越的文化复仇史诗”［53］ （P90）。

白虹贯日未见于《燕丹子》，但唐人将荆轲复仇秦王的侠义看得很重。沈彬《结客少年场行》：“重义轻生

一剑知，白虹贯日报仇归”，最为典型，将记载于不同典籍中的白虹贯日、复仇等相关史料有机地组合到

一处，体现了唐人对荆轲形象的塑造。三是以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寄寓壮志，抒发渴望建立奇功的豪

情壮志。从虞世南、初唐四杰开始，到李白、王维等人的上述创作，都寄托了这一抱负。

总之，正如贾岛《易水怀古》所说：“易水流得尽，荆轲名不消。”贾岛身处中唐，其时代的青春昂扬激

情不再，但荆轲之豪侠英名，青春永驻。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处初盛唐时期的诗人，以荆轲刺

秦王、白虹贯日作为“少年精神”、慷慨激越的代言者的时代原因。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师范大学钟书林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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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of "Baihong 
Guanri"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Its Cultural Memory

Zhang Yue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There were several paradigm shifts in the reading of "Baihong Guanri" (white rainbow pene‐

trating the sun 白虹贯日). It was interpreted as a natural celestial phenomenon by our ancestors, a political ta‐

boo in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an ethical innuendo in the Han dynasty, a political chaos and foreshadow of 

war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a poetic elucid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shifts reflected the cul‐

tural memory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generated different cultural interpre‐

tations, gradu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despread story of Jing Ke's attempt of assassinating the King of Qin. 

In Tang poetry, Jing Ke's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and "Baihong Guanri" became the main symbols of "the 

youthful spirit" of High Tang culture in the sincerity of vengeance and lofty sentiments and aspirations. How‐

ever, the Tang dynasty went downhill after the An Lushan-Shi Siming rebellion, and "Baihong Guanri" be‐

came taboo once again.

Key words Baihong Guanri; Jing Ke's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the King of Qin; youthful spirit； eth‐

ical reading; poetic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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